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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坐在由沈阳开往北京的 D4 快速动车上,当时速牌上显示列车已达到 250 公里/小时时, 

我似乎有一种 20 年前在日本留学时由东京去大阪乘坐新干线上的感觉。内心里一边感受着中

国的发展速度，一边不由自主地在各方面将中国和日本进行着比较。这种比较自我留学归国

后从来就没有间断过。这一切源于 20 多年前在我的一生中具有里程碑意义上的国外留学生

活。 

1987 年，中国还处在改革开放的初级阶段，虽然人们的生活水平与质量和今天不能相比，

但温饱问题在中国大地上基本得到解决。农民有了自己的一块土地可自由耕耘。城里的人都

有一份固定的工作，每月有可靠的工资来源，而且彼此之间差距都不大。大学生以国家资助

为主读大学而且毕业国家包管分配。这种改革带来的变化在中国历史上前所未有，包括我们

这些大学老师在内的绝大多数中国人深刻感受到中国改革开放的成果。那时，大多数人不知

道国外尤其发达国家的状况，出国留学还仅仅处在国家公费派出，没有私费留学，对任何一

个出国人员的政治审查还是很严格的，而每一个出国留学的人去哪里留学不是自己选择而是

根据国家需要派出，而和你学习的外语语种没多大关系。可想而知，在当时能够被选中出国

留学是很幸运和骄傲的。我就是在这一年通过了外语考试和政治审查合格后被卫生部选中，

获得笹川医学奖学金资助，到日本筑波大学留学，尽管我是学英语出身的。 

当时对笹川医学奖学金只是理解为提供我们的留学经费，对笹川医学奖学金制度尚不十

分了解。但当你身居其中作为这个制度的实践者和受益者并全部经历了这一留学过程后，尤

其对我这个第一期笹川生又是第一期特别研究员，其后因工作需要，我本人又担当了 15 年笹

川生同学会理事长的经历，纵观了这一制度前后 20 年的实施过程，使我能够站在一个笹川生

的角度和层面，深刻理解该项奖学金制度的精髓、深远影响和伟大的精神。 

我们归国笹川生在同学会聚会或有机会在一起聊起我们的奖学金制度时,大家都会对这

一制度谈及很多感想和体会并予以热烈评价和提出期待，也为自己能成为一名笹川生而感到

自豪。不仅我们笹川生本身，凡是知道这一奖学金制度的人，从领导到我们周围的同事都对

该制度予以非常高的评价。 

首先，笹川医学奖学金制度在全国范围内，在单一学科领域实施资助时间之长、被资助

者遍布全国各省市地域之广、培养人才数量之多在中国尚属前所未有。而且，受资助的笹川

生涉及到医药领域中所有专业，在日本选择的导师和学校、研究单位几乎遍及日本全国。根

据截至 2007 年底的统计，该制度培养的近 2000 名笹川生，遍及包括西藏、新疆、内蒙、海

南等偏远省区在内的中国大陆的所有省和自治区。笹川生的专业涉及了基础医学、临床医学、

公共卫生和预防医学、法医学、口腔医学、中医学、护理学和药理学、药剂学、中药学等医



药所有专业领域。从规模、时间跨度、培养人才数量可与世界上的任何奖学金制度相媲美。 

第二，笹川医学奖学金制度在实施过程中的人性化程度似乎没有哪个奖学金制度可比。

每个笹川生都有相同的感受。从语言培训到集体出发，从抵达时的热情招待到整个学习过程

的全面关照，从留学中期的香根聚会到集体护送归国，我们称之为“幼儿园式关照”。其实，

对我们每个笹川生来说，人生地不熟，语言不过关，特别是第一次到国外，这种关照是最使

人感到亲切、实用和人性化的。我记得很清楚的一件事，我们期一位同学在开始学习过程中，

因语言问题和两国文化间的差异，他和教研室的日本同事们发生了麻烦，情绪极其低落和郁

闷，当时日中医学协会的阿部先生知道此事后迅速到该研究室和导师沟通，及时解决了问题，

使得该同学得以顺利完成学习任务。在他谈及阿部先生的耐心和细致的工作时，我们听到的

人无不为之感动。记得香根聚会时，接近半年时间，我们每个人都因独自在各自的研究室里

学习工作，绝大多数人周围没有中国人，在开始的几个月语言又不过关，每个人遇到的孤独、

寂寞和思乡情结是可想而知的，我们通常称之“出国综合症”。而正在这时，财团组织全体笹

川生在箱根聚会，同学们之兴奋、放松和激动之情只有我们这些笹川生才能感悟。大家谈心、

歌唱，有的几乎成宿不眠。在我们第二天聚会时，我始终难以忘记的是笹川阳平先生问好之

后的第一句话是：“奖学金给大家的钱是否够花，不够花的请举手”。阳平先生的开场白一下

子把大家的孤独感驱散，把我们和关照我们的财团及日中医学协会的朋友们的感情拉近。类

似的事情不胜枚举。应该说日中医学协会和财团事务局的朋友们以人性化工作方式，在具体

落实该项制度上不断创新并做出了突出的贡献。 

第三，建立归国笹川生同学会，为促进归国笹川生之间、笹川生与导师之间、笹川生与

财团和日中医学协会朋友们之间的联系和该奖学金制度精神的永续发扬光大创建了一个载

体。我作为同学会的前任理事长对此是最有体会的。应该说，像我们笹川生这样在归国后由

财团资助建立起自己的同学会，除了同学会自办笹川生通讯交流我们的信息外，每年都要组

织归国的笹川生和日本导师代表、财团和日中医学协会的朋友及中国卫生部的领导聚会，进

行学术交流，汇报我们归国笹川生的工作以及举行联欢会，这在许多类似的同学会中是很罕

见的。与此同时，同学会组织的由归国笹川生构建的医疗队每年都到我国贫困地区、受灾地

区进行义诊，受到各地区群众的热烈欢迎和真挚的感谢，不仅使我们笹川生感受到归国后能

为贫困地区人民服务尽了力，更重要的是增进了中日人民之间的友谊。当老百姓知道了笹川

生和笹川医学奖学金是怎么回事后，都对笹川财团慷慨援助和为我国培养人才之义举表示赞

赏和感谢。在财团的赞助下，同学会还建立了资助归国笹川生科学研究专项启动基金，钱虽

不多，但为刚刚归国尚无科研基金的优秀年轻笹川生如同雪中送炭，并为后续获得国家科研

资助真正发挥了启动作用。由同学会作为载体开展的这些活动，为笹川生归国后能够继续在

这一制度下进行交流和沟通，为和日本导师及财团和日中医学协会的朋友们保持联系，使笹

川医学奖学金制度的精神发扬光大是其他任何载体难以做到的。 

春天播种，秋天收获，精心耕耘，喜获硕果。笹川医学奖学金制度在中国卫生部、日本

财团、笹川纪念保健协力财团及日中医学协会相关领导的热诚关心和大力支持下得以顺利实



施和不断创新，由该奖学金制度培养出来的人才在促进中国医疗卫生的发展和为国人服务上

发挥了积极作用，做出了重要贡献。据我国卫生部统计，笹川医学奖学金制度送出培养的人

才按期归国服务率是最高的，学成归国的 2000 多笹川生均在全国医药卫生第一线发挥着骨干

作用。绝大多数笹川生归国后在各自的工作岗位上都取得突出成绩，有相当比例的笹川生已

成为各级医药卫生单位的专家和学术及学科带头人。在国家发生重大灾情和突发公共卫生事

件的紧急救助中，如 2003 年抗击 SARS 流行，2008 年四川大地震的抗震救灾等，都有归国笹

川生的参加和受到嘉奖。一些优秀的笹川生还被各级医药卫生部门提升为院系主任、医院和

学院院长以致大学校长和卫生厅局长的领导岗位。而且有两位归国笹川生被遴选为中国科学

院院士。 

对我个人的成长和发展来说，受笹川医学奖学金资助赴日留学，是我人生中的重要里程

碑转变。赴日留学是我的第一次出国，在中国改革开放初期那样的年代，看到国外的发展和

科技进步，第一次感觉到我们的国家落后了，深刻认识到国家只有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走改

革开放的道路，国家才能强盛，人民生活才能得到改善。我想，所有笹川生，特别是 2000

年以前赴日的笹川生是更有感触的。那时，从我们在日本进修的实验室装备到实验技术，从

生活上的物质条件，包括住房、家用电器、电话、衣食住行，国内根本无法和日本相比，更

难想象未来能有一套舒适的住房和小汽车。记得我陪我的朋友下条先生在 1988 年冬来访沈

阳，当时在太原街中兴商业大厦去买一件羽绒服，在一楼大厅的滚梯入口处积满了人群，特

别是孩子。他问我为什么，我说这是这座商场第一次安装滚梯，许多人好奇都是第一次乘坐。

这就是历史，就是我们当时的现状。因此，对我们那时出国的人来说，对国外快速发展的感

受，对国家必须加速发展的期盼远远强于学习技术本身。当时我本人下决心除进修业务外，

要学好日语，融于这个民族并了解他们的奋斗史，学习他们的勤奋刻苦精神，要广交朋友，

把我本次留学日本的成果发扬光大。20 年来，我实现了自己的愿望。我交了许多日本朋友。

从我 1988 年归国到现在，我和日本朋友的关系从来没断，我和筑波大学、东海大学、圣玛利

亚医科大学、大阪医科大学、金泽大学、旭川医科大学、日本国立环境研究所等开展了多项

科研合作，我先后送出 7 名研究生赴日留学。我本人归国后，在学术上也取得一定的进步，

先后承担了包括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点课题和国家科技攻关课题在内的各类课题十多项，获

得了许多荣誉称号，并多年担任中国医科大学公共卫生学院的院长。这一切与我的赴日留学

分不开的。我感谢笹川医学奖学金对我的资助，我珍惜赴日留学的经历和从日本民族学到的

勤奋敬业精神。我作为担当 15 年的笹川生同学会理事长，感谢财团和日中医学协会的朋友们，

特别是笹川阳平先生对同学会矢志不渝的支持和鼓励。我希望笹川医学奖学金制度进一步完

善，其精神进一步发扬光大。  


